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p>      后现代主义者普遍反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和普遍主义范式，主张离开真理、确定性、普遍性、本质和系统的现代话语，并拒斥自由与宏大叙事。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路径看，它包括了两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策略，即以解构著称的所谓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和以倡导“科学返魅”的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的这一语境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成了一个必须重新思考的重要课题。  对居于主流地位的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来说，解构是其根本性策略。例如，利奥塔强调指出，无论是宗教、科学还是由此而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均是典型的“宏大叙述”。它们不仅无法真正说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且为其合理性而辩护的种种社会机制也处于不断衰落之中。这一“合理性的危机”说明，包括宗教、科学在内的一切历史上具有主宰力量的“宏大叙述”必须自觉走下现代性语境里的神坛。仿照历史上宗教的世俗化进程，即“国家对任何宗教都拒绝给予在资源和经济资源上的垄断权，但同时在国家边界以内保护任何一种宗教忠于其信条的表达权利”，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在后现代时代“要求实现科学自身的世俗化”。这样，以解构著称的所谓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就“通过一种反世界观而克服了世界观”的方式，使科学和宗教遭到彻底颠覆。  以格里芬为代表的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希望以倡导“科学返魅”的方式重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后现代科学还是后现代宗教，都应当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基础，建立具有后现代意义的科学与宗教的新型关系。一方面，他们要对现代性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然的祛魅”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他们还要与所谓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划清界限。在格里芬看来，“自然的祛魅”，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这是造成现代科学技术不断产生异化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对现代性进行后现代拒斥”的根本立足点。另一方面，他又建设后现代世界观的任务就在于实现“自然的返魅”。他并不摈弃科学本身而只是摈弃唯科学主义”。也就是说，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试图实现“（前现代）宗教”（正题）—“（现代）科学”（反题）—“（后现代）科学+宗教”（合题）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统一。  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并没有在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其理论对重构二者的关系依然不乏启发意义。在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发生关系的模式是十分复杂的，但就其基本关系来说，无外乎美国学者巴伯所概括的对立、无关、对话和整合四种关系。而后现代主义的语境分析和“视域融合”等基本策略有助于深化对上述这四种关系的理解。  第一，语境分析方法是后现代主义者常用的基本策略。他们认为，从表面上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所讨论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实际上，这完全是“普遍主义”立场的误导。因为对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问题，由于二者都涉及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各门自然科学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科学的“普遍本质”应当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宗教也包括各种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因此，“唯一方法是考察这种关系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表现出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不应当被看做世界观问题，而应当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加以解决。这样一来，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转化为只是与特定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地域性文化价值的社会建构”。  第二，从摈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出发，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从单纯的反思和批判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性转向寻求解决矛盾的“视域融合”的基本观点。在文化的平台上，寻求二者的相似性，使“科学家和神学家们作为对话的伙伴，参与到对这些论题的批判性反思之中，同时又尊重各自领域的完整性”。以此为基础，借鉴近代自然神论者的做法，进一步实现科学与神学的整合。而要实现这种整合，就要全面超越唯科学主义和基要主义（即原教旨主义）神学的极端对立，在文化层面上达成新的共识。“要恢复上帝信仰，而又要保留对自由、经验和理性的现代性承诺，在今天，只有根据后现代世界观才是可能的，而后现代世界观同时克服了关于自然和经验的现代实体性假设以及关于神力的传统有神论假设。”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已基本完成了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全面改造。“后现代世界观支持后现代科学，也受到后现代科学的支持，它的兴起为后现代神学提供了一种在其中得到认同的语境。”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探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它摈弃了传统观念把二者看做是“直面相对的关系”的简单做法，从科学与宗教各自意义的多元性出发，揭示了二者交互作用的历史复杂性。因为无论是科学研究活动还是宗教实践活动，都必须融入社会生活和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这种观点在否定西方文化霸权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在实践中，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上研究最多的宗教是教，在西方世界中，教与自然科学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对其发展有着最大的影响”。所以，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视域融合”等方法，对于克服在该问题上的教条主义立场，以及“基要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等极端立场，是有启发意义的。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尽管后现代主义揭示了出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复杂性，但其所做的“泛文化”意义的处理，却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尤其是他们通过否定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普遍意义来达到这个目的，的确有矫枉过正之嫌。诚然，每一种宗教都是属于特定文化传统的，但宗教体验或经验所凝聚的文化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样，现代科学固然脱胎于与西方世界教为代表的宗教传统，但并不等于科学就必然地只隶属于该传统。而且，无论是作为物质力量还是作为精神力量，科学在文化上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是其他任何力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在文化批判的意义上对科学与宗教关系所做的种种解读，只是在突出了二者作为意识形态的职能特点的同时，对这些职能进行了“工具性”处理。这种取消“普遍主义”或“普世主义”意义的作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即使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当代，人类文明同样需要寻找“共识”往的基础，这种“共识”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世界观意义和认识论意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们要重新认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p><p><img src="/static-img/6zn6cJThLufqge06lymuno9WTsdeH1UTbST4qdE85vWijVcUnw2sgqjTi-22pMnv.jpg"></p><p><a href = "/doc/1672-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doc" rel="external nofollow" download="1672-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doc"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doc文件</a></p>
